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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西班牙传统上以天主教为国教，与梵蒂冈关系紧密，政教关系与意大利相当一
致。文艺复兴以后，西班牙逐步世俗化，走上了政教分离的道路，他教也不断融入。但即便

今天，在西班牙仍是天主教一教独大，法律上虽然有诸教平等的原则，却不难看出天主教在

该国中的特殊地位和待遇。如何处理各教之间的关系，它显然有自己的一套作法，值得关

注。德国也是传统的天主教国家，但是德国是宗教改革的发源地，还是新教的发祥地。它对

政教分离原则的信仰较之其他历史上同为政教合一的国家更坚定、更彻底。仅通过一个案

例的详析，即可看出其中奥妙。新加坡则是一个新立小国，一开国即实行严格的政教分离原

则，把宗教严格限定为私人事务，人人信仰自由，对一些小宗教还给以适当照顾。因此，各种

宗教在此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宗教与世俗相安无事。其经验耐人品味。选此三国为代

表，分析当代各国处理政教问题的立场与方法，以便我们借鉴。

冯玉军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法律与宗教研究中心主任；

刘，湖北大学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一　西班牙宗教的法律治理

（一）西班牙宗教概况

西班牙是南欧传统天主教国家，天主教在历史上起着重要作用，一度实行政教合一，建

立了宗教裁判所，残酷无情地扫除异端。〔１〕 如今，虽然现行宪法保障所有人的宗教自由权，

但天主教仍是西班牙的主要宗教。全国总共４６９０万人口中，据西班牙主教会议估计的天主
教徒大约有三千五百万；西班牙伊斯兰委员会和宗教事务司法行政部（ＭＯＪ）２００９年则报告
说西班牙大概有一百四十万穆斯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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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新加坡政教关系述评由冯玉军教授撰写，德国政教关系述评由刘撰写。

在佛朗哥统治期间，曾宣布天主教为西班牙唯一合法宗教，任何新教教堂、犹太教堂以及穆斯林的清真寺都不得宣

传自己的教义、拥有财产或出版刊物。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纷纷离开西班牙以躲避佛朗哥政教合一的高压政策。参

见［英］玛丽·路易丝·格拉夫：《文化震撼之旅：西班牙》，旅游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２０页。
国际宗教自由发展报告２０１０年，参见美国国务院：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ａｔｅ．ｇｏｖ／ｊ／ｄｒｌ／ｒｌｓ／ｉｒｆ／２０１０／１４８９８６．ｈｔｍ，最后访问时
间：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８日。



（二）政教关系和处理宗教事务的法律框架

１．政教关系

在１９６２－１９６５年著名的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即“梵二会议”）之后，罗马天主教廷

同西班牙政府于１９７９年签订了新的政教协定，废除了罗马天主教的官方宗教地位。１９７８

年通过的宪法明确规定了国家的世俗性质，取消了国教概念，奉行政教分离原则，保障个人

和团体的宗教自由。犹太教、穆斯林和基督教新教等宗教团体同罗马天主教会一样享有法

律上正式认可的地位，只是基于历史传统以及大多数西班牙公民是罗马天主教信徒这一基

本事实而由政府通过其税收体制适当资助罗马天主教会，其他教会则暂不享有此项

特权。〔３〕

尽管历史上宗教对政治的影响很大，但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西班牙人就开始逐渐剥

离宗教对他们私生活和法律的干扰。在社会党主政的 ８０年代和 ９０年代，离婚和堕胎分别

合法化，法律对于体外受孕逐渐放开限制。２００５年 １月，在三分之二以上主流民意的支持

下，西班牙正式立法承认同性恋婚姻，这不仅意味着对天主教会权威的重大挑战，而且直接

反映了宗教对西班牙社会影响力的严重减弱。

２．处理宗教事务的法律框架

除宪法外，１９８０年，西班牙通过了《宗教自由法》（ＬＥＹＯＲＧＡＮＩＣＡ７／１９８０，ＤＥ５ＤＥ

ＪＵＬＩＯ，ＤＥＬＩＢＥＲＴＡＤＲＥＬＩＧＩＯＳＡ），它是１９７８年宪法中有关宗教条款的具体化，详细规定

了西班牙的政教关系以及各宗教团体的权利与义务，也同１９７９年西班牙政府与罗马教廷签

订的新的政教协议相契合。该法全文共八条，第一条阐述政教关系，包括三项内容：“１．国

家依据本法规定，保障宪法认可之宗教信仰自由基本权利；２．宗教信仰不构成不平等及歧视

原因，不得援引宗教因素禁止任何人任职或任公职；３．任何信仰皆不具备国家性质。”第二

条是法律应尊重之权利。

《宗教自由法》赋予宗教团体以一定的特权，而若要享有这些特权，宗教团体必须进行

宗教实体登记，得到政府的认可。当然，在宗教事务司法行政部进行登记并不是宗教团体组

织的唯一出路。法律规定，被拒绝登记为宗教团体的组织可向法院提起诉讼，如果仍不被视

为宗教团体，它仍可以向内政部申请进行协会登记，登记认可为社会团体或公民协会。在新

兴教会如科学学教会未经宗教事务司法行政部登记认可以前，它是作为文化协会在内政部

进行登记的。

总体而言，西班牙调整宗教的法律渊源主要有五个方面。（１）１９７８年宪法的多个条款

直接规定西班牙的宗教权利。西班牙宪法承认个人和团体的宗教自由和信仰自由这两项基

本权利，其主旨是不考虑基于宗教的差别依法给予平等的待遇。（２）西班牙应当遵守的多

个国际人权领域的条约及相关判决。例如，西班牙作为欧盟成员国应当服从欧洲人权法院

和欧洲法院的判决。（３）１９８０年《宗教自由法》是该国关于宗教的主要法律，也是影响最为

深远的宗教法律，主要适用于非天主教宗教。它具体规定了西班牙的宗教自由权以及非天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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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此项特权系由西班牙国家在１９７６－１９７９年间与代表罗马天主教的教廷达成的一系列协议规定的，对天主教会提供
了许多好处。例如，西班牙国家（通过税收）直接为天主教会提供其他宗教几乎得不到的资金。国家对公立学校的

天主教宗教教育提供资金，为军队中的天主教牧师支付工资。参见［美］利·享特·格林豪、迈克尔·科比：《法律

方法学与新兴宗教运动的处理：美国、俄罗斯和西班牙的耶和华见证会》，载刘澎主编：《国家·宗教·法律》，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６年版，第１６６页。



主教宗教组织成立被法律承认的机构的程序。（４）西班牙的宗教法律也包括宗教团体与西

班牙国家双方之间谈判达成的协议。（５）对宗教事务有直接或间接效力的其他部门法（如

西班牙《刑法典》）。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地方的立法机关在宗教事务方面有一定的自治权，

但西班牙的主要宗教法律是在全国范围内裁决和执行的。

（三）几起典型宗教事件与案例评析

１．宗教平等与宗教自由保护方面

事例１：法律对耶和华见证会的态度

根据报道，约有１０万多信众的耶和华见证会虽然存在历史久远，但该组织直到上世纪

末才被西班牙司法部注册为“宗教实体”，具备了法人资格，但却始终未能与西班牙国家就

两方协议展开谈判，也因此不能像那些已签订协议的宗教团体（如犹太教、基督新教和穆斯

林）那样得到免税和其他好处。１９９４年，耶和华见证会要求西班牙国家订立协议但遭到拒

绝，理由是该团体的信仰反对履行公民义务（如服兵役）和接受输血。〔４〕

传统上，耶和华见证会的成员根据其教义相关解释，对输血特别是为其子女输血的做法

持反对态度，这经常招致主流西班牙人的敌视，他们认为这么做不符合西班牙的传统家庭观

念。而随着耶和华见证会在西班牙成员人数的增加，因父母就医疗问题做出的拦阻性决定

导致儿童死亡的人数也在增多。２００２年７月，西班牙宪法法院就耶和华见证会成员拒绝为

其孩子输血的问题做出了判决。在该案中，作为见证会成员的父母因拒绝劝服其需要输血

的十三岁儿子输血而被控犯有杀人罪。西班牙一家法院曾命令为这名未成年人输血以挽救

其生命，但这个男孩拒绝接受输血。法院判决中认定，要求父母说服子女实施严重违背其宗

教信仰的行为，超出他们作为父母的义务，侵犯了子女的宗教自由权。该法院的理由是父母

虽然不能违反强制输血的法院命令，但他们没有义务说服子女实施违背其宗教信仰的行为。

显然，法院在价值选择时更倾向于保护宗教自由，该项判决诚然是耶和华见证会在法律上取

得的胜利，但也同时表明西班牙政府在保护宗教自由和保护生命权以及司法执行力之间存

在尖锐冲突。

事例２：法律对伊斯兰教的态度

近年来，鉴于穆斯林数量和伊斯兰教势力的急剧增长，西班牙有些地方政府为了限制其

扩大影响，制定了某些带有歧视性的政策。伊斯兰和新教联盟报告称，获得新清真寺和教堂

建筑许可的过程困难又漫长，尤其是在位于城市中心的建筑。由于专门用于穆斯林礼拜活

动的清真寺数量太少，申请新建场所的许可证又迟迟得不到，许多穆斯林群众不得不在废旧

车库改造的场所里进行礼拜。根据西班牙法律，各个地方和自治政府才有分配公用土地的

权利，于是西班牙伊斯兰委员会和宗教事务司法行政部在 ２００７年 １２月召集各个自治地方

举行会议，进一步阐明地方政府在处理宗教事务上的责任，努力增进地方政府和伊斯兰团体

的合作，要求地方政府尊重伊斯兰团体对宗教礼拜场所和埋葬地的选择，加快用作墓地和其

他宗教文化目的之公共土地的审批进度。〔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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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例３：法律对犹太教的态度

２００７年６月，Ｔａｒｒｅｇａ市的建筑工人发掘一座古墓，挖掘出 １５８具骸骨。而根据其中一

些坟墓中发现的刻有希伯来名字的指环以及城镇里犹太人的居住位置，可以推断出该墓是

犹太人在１４９２年被从西班牙逐出前就已经存在的古墓。但整个挖掘过程都没有宗教团体

的参与和监督。２００８年７月，Ｔａｒｒｅｇａ市议会、当地文化遗产继承局和犹太教团体关于重新

埋葬问题达成了一个不具约束力的协议，以为日后国家和地方政府处理此类问题提供依据。

根据这份协议，一旦认定公墓中包含有犹太人的遗物，每个单独的自治市都需要同文物保护

单位、宗教组织就这些遗物的归属达成一致。

事实上，近年来随着西班牙移民人口数量的增长，加剧了社会矛盾，历史上根深蒂固的

反犹主义和“新纳粹”活动死灰复燃，酿成了多起针对犹太教徒的违法事件和暴力冲突。近

年来，反犹太主义者故意破坏犹太教堂、在建筑物上乱涂乱写的事件时有发生。２００７年 ８

月１４日，一伙身份不明的人在科尔多瓦犹太教会堂和犹太人住所涂写反犹太主义和新纳粹

的标语，同时还有用德语书写的威胁性言论，当地警方擦除了这些涂画。巴塞罗那的犹太教

会堂此后也被反犹太主义者数次涂写。２００８年１月３１日，地方政府当局逮捕了三名“新纳

粹”青年，他们与发生在２００６年７月２３日犹太教会堂内对礼拜人员的威胁事件有关。〔６〕

２．邪教问题

早在１９８９年，西班牙就通过了《宗派组织法》，该法授权警察对具有危险特点的宗派进

行调查，警察局内设有一个专门部门来负责处理危险宗派问题。准军事性质的国民卫队也

有权对此类宗派活动进行调查。这期间的一个典型案例是１９９９年３月对耶和华见证会（该

教会已于１９７９年７月正式登记注册为宗教协会）一名成员意外死亡事件进行的调查。Ｍａｌ

ａｇａ省警方逮捕了一个名叫德蕾萨的妇女，指控她涉嫌欺诈、胁迫２０余名未成年人和成年人

加入其创立的一个名叫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的宗派组织，并把他们与其家人和朋友隔离开，要他们将

财产全部交给宗派。对于想离开者，则使用暴力加以阻止。最后有 ８名成员一起向有关部

门控告她，警方由此对她进行调查并最终逮捕了她。１９９９年 ５月，西班牙议会代表院（下

院）又通过一个无约束力的决议，要求政府采取措施防范和打击国内“危险宗派”的活动，并

设立一个常设观察委员会来监督这些宗派的活动。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之后，该委员会向

内政部提交报告，声称全西班牙目前有 ２００多个危险宗派，典型的组织有救世军、科学学教

会等，其信徒大约有１０－１５万之众。但是，西班牙政府对这些宗教性组织的性质认定是随

时代变动的。前文所说耶和华见证会和科学学教会（ＣＯＳ）均先后取得了作为宗教的合法地

位，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西班牙社会思潮的变迁与宗教治理方式的变化。〔７〕

（四）宗教事务法律治理的基本经验

１．政府和宗教签订一系列双边协议

政府与各宗教团体分别签署了一系列双边协议，这些协议规定和约束了各自的权利义

务与行为边界。由于各个宗教团体是分别与政府签订协议，故协议内容与宪法中的原则性

规定相比，显得更加细化，可操作性也更强，并且充分考虑到了各宗教的特殊性，更有利于宗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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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团体在不影响国家社会整体利益前提下的自由健康发展。

１９７９年，西班牙政府与罗马教廷签订了双边协议，约定天主教在社会中的地位及可享

受的特权。１９９２年，西班牙政府同新教、犹太教和伊斯兰宗教团体的代表签署了一份双边

协定，认可了这些宗教团体拥有信仰上的“深厚根基”。这些协议给予签约宗教团体的税收

地位、教职人员地位以及在学校中开设宗教课等方面的权利。具体包括确定教职人员主持

婚礼的民事合法性；允许其向公立学校派驻教师、向医院和监狱派驻牧师，并且由政府预算

内财政买单；提供某些纳税上的利益和优惠；等等。进而，基督新教团体还与政府签署了

ＦＥＲＥＤＥ协定；犹太教团体建立了西班牙犹太人团体联盟（ＦＣＪＥ）；伊斯兰教团体则建立了

西班牙伊斯兰委员会（ＣＩＥ）。该委员会由伊斯兰宗教团体联盟（ＦＥＥＲＩ）和伊斯兰社团联盟

（ＵＣＩＤＥ）联合组成。

２００３年，西班牙政府进一步扩大了“知名的有深厚根基的”信仰概念，允许其他一些宗

教派别组织签署同政府的双边协议，并在未签署协议的情况下直接承认了摩门教的地位。

２００７年１１月９日，西班牙伊斯兰委员会和宗教事务司法行政部承认了佛教团体的合法宗

教地位；２００７年 １月 １６日，承认了耶和华见证会的合法宗教地位。但是，政府并未给予佛

教、耶和华见证会和摩门教团体享受与其他“根基深厚的”信仰相同的利益和特权。但西班

牙伊斯兰委员会和宗教事务司法行政部和部分政客公开宣告未来将会修正赋予这类税务利

益和特权的宗教法律，使全部被认定的宗教团体都享有这些利益，进一步促进宗教信仰自

由，以使西班牙的宗教法法律与多元化的社会相适应。〔８〕

２．政府建立社会多元化和共存基金会

近年来，西班牙政府积极促进不同宗教之间的对话和交流，主要是通过支持和资助宗教

间对话项目等方式，逐步促进非天主教团体一体化，其运作实体就是政府主导建立起社会多

元化和共存基金会（ｔｈ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ＰｌｕｒａｌｉｓｍａｎｄＣｏ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这个基金会通过向少数民

族和宗教团体提供资金，来促进宗教平等和对话。理事会成员由政府部门和传统宗教团体

的代表构成。２００９年基金理事会还增加了摩门教、佛教和耶和华见证者团体的代表。２０１０

年，该基金会有６２０万美元的资金，主要用于资助文化、教育、社会综合项目（非宗教活动）。

除了支持各种研讨会，该基金会还出版了全国少数派宗教情况研究。

３．政府尊重各宗教团体的特殊习俗

对于传统天主教国家来说，周日作为礼拜日，是不工作的。这个习俗现在已经通行全世

界，其他宗教的特殊习俗也正在慢慢融入工作和生活。而根据１９９２年西班牙政府同犹太人

团体联盟、伊斯兰委员会之间的协议，政府认可了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节日，并允许这两个

团体的成员周五下午带薪休息来守安息日。而根据 １９９２年政府同基督新教团体签署的协

定，政府也认可了基督教复临论，允许新教教徒享受每周五下午的带薪休假。

２００７年８月１２日，有鉴于球场上广泛存在的球迷对球员进行种族或宗教上的侮辱行

为，西班牙《反对暴力、种族主义、仇外和狭隘法》颁布实施。对专业运动俱乐部、运动会或

球迷针对球队和运动场地所犯的禁止性行为，依法设置了各类制裁手段，包括开除、停赛、降

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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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国际宗教自由发展报告２００８年，参见美国国务院：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ａｔｅ．ｇｏｖ／ｊ／ｄｒｌ／ｒｌｓ／ｉｒｆ／２００８／１０８４７３．ｈｔｍ，最后访问时
间：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８日。



４．政府立法支持公立学校的宗教教学

有鉴于西班牙法律要求向公立学校天主教指导课程提供经费保障，伊斯兰教和基督新

教团体的领导人为此呼吁政府按照１９９２年签订的协议，为这两个宗教也提供更多的公众宗

教教育。作为回应，２００４年，西班牙立法批准了公立学校中对天主教、伊斯兰教、新教和犹

太教教师的补助金。这些宗教课程不是强制性的必修课。父母可选择不让子女接受宗教指

导课，但学生必须从社会、文化和宗教的课程模块当中选一门学习。从某种意义上说，宗教

教育被看成是政府的责任。

二　新加坡宗教事务的法律治理

（一）新加坡宗教事务概况

新加坡以蕞尔小岛汇集着世界上绝大多数宗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基

督新教），以及道教、印度教、锡克教、巴哈伊等宗教都能在这里找到踪影，各宗教教派都有

稳定的市场空间。根据２０００年新加坡人口普查统计，在全国１５岁以上的 ２４９万人中，共有

２０７万人即８３．１％的人口信仰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印度教、锡克教等宗

教。这其中，基督新教、天主教信徒为 ３６万，占总数的 １４．６％；佛教信徒 １０６万，占总数的

４２．５％；道教信徒约２１万，占总数的８．５％；穆斯林３７万，占总数的１４．９％；印度教信徒９万

多，占总数的４％；其他宗教信徒１万多人，占总数的０．６％。〔９〕 在这样一个近乎全民信教的

国家，按信仰人数多寡排列的宗教市场排行榜上，依次是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印度

教五大宗教，其他还有锡克教、犹太教、祆教、耆那教等，只是人数很少。

（二）宗教信仰自由原则和政教关系

《新加坡宪法》不“承认”任何官方宗教（国教）。１９６６年的宪法委员会明确把新加坡定

位成“民主的世俗国家”。２００４年颁布的《宗教和睦宣言》则进一步指出：为了增强宗教和

睦，人民将自觉“承认我们国家的世俗性质”，“尊重所有他人的宗教自由”，“尊重我们的多

样化的同时拓展我们共同的空间”。

１．不设国教，坚持宗教信仰自由原则

新加坡政府鼓励人们信仰宗教，给予人们宗教信仰的自由。新加坡国家宪法的第十五

条规定：“人人享有信仰、践行和传播宗教的权利。”在新加坡，信仰不同宗教的公民在权利、

义务上完全平等。新加坡各宗教团体都可自主办理教务，开办宗教院校、印发宗教经典、出

版各种宗教刊物，举办各种社会公益服务事业。

在坚持各宗教信仰平等的前提下，新加坡政府还对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给予相应照顾。

宪法第８９条明确规定：“始终不渝地保护新加坡少数民族和少数宗教集团的利益，应是政府

的职责。”因此，１９６８年为“协助新加坡的伊斯兰教组织规范他们的宗教事务和管理伊斯兰

教教法”，新加坡政府成立了伊斯兰教理事会（ＴｈｅＣｏｕｎｃｉｌｏｆＭｕｓｌｉｍＲｅｌｉｇｉｏｎ）。为确保伊斯

兰教团体的利益，１９７０年新加坡政府又成立了隶属总统的“少数民族团体权力委员会”。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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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法律评论》　２０１２年第 ４期

〔９〕 此处数据来自新加坡统计局２０００年出版的《新加坡人口统计２０００》，参见其官方网站的数据报告 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ｉｎｇ
ｓｔａｔ．ｇｏｖ．ｓｇ／ｐｕｂｎ／ｐｏｐｎ／ｃ２０００ａｄｒ／ｃｈａｐ５．ｐｄｆ。又见潘明权、马劲：《新加坡宗教印象》，《中国宗教》２００２年第 ３期，
第５８页。



据宪法补充条款规定，该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检查政府或国会有无任何侵犯民族或宗教团

体利益的情形。

在提倡宗教信仰自由的同时，新加坡政府也清醒地认识到，在种族、宗教多元化的现代

社会，毫无节制的宗教自由是不可想象的。所以，新加坡宪法第 １５条规定，宗教自由“并未

授权任何人，可以以任何行为触犯有关公共秩序、公共福利或社会道德的一般法律。”〔１０〕在

新加坡，政府给予公民宗教信仰的自由，但是这种自由是以遵纪守法和对别人信仰的尊重为

前提的。１９８９年发表的《维持宗教和谐白皮书》（ＷｈｉｔｅＰａｐｅｒｏｎ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ｏｆ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Ｈａｒ

ｍｏｎｙ）对此做了说明：“新加坡人民，不论他们信仰哪一种宗教，不能在不同宗教信仰者或非

宗教群体间制造不和、怨恨与敌意。尤其是宗教团体，在行使宗教信仰自由权力时，应该认

识到我们社会多元种族和多元宗教的特点，以及别的宗教团体的敏感性，强调各种信仰的共

同伦理价值，尊重个人保持自己宗教信仰及接受或不接受某种宗教的权力。”

２．政教分离，反对宗教干预政治

新加坡多元宗教政策的另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反对宗教干涉和介入政治，严格执行政教

分离。对宗教团体及教徒干预和介入政治活动的问题，李光耀领导下的新加坡政府坚决予

以回击。长期以来，新加坡政府允许宗教团体和个人在教育、社会与慈善事业方面活动，并

充分肯定宗教在这方面对国家和人民做出的贡献。但是，新加坡政府在宪法和其他的法律

中又再三强调“宗教与政治必须有严格的区分”，“宗教团体不应该卷入政治”。１９５９年９月

１７日，李光耀在对伊斯兰教团体的讲话中就指出：“一旦宗教信条与个别的政治运动结合，

那么每一个正常合理的政治冲突也就立即会转变成为宗教的冲突。我们应该谨防这种危险

现象，因为存在有政客利用宗教感情作为政治上博得人心的捷径。”

（三）维护宗教和谐的法律治理框架

１．维持宗教和谐的法律框架

在新加坡宪法中可以找到很多与宗教有关的内容，体现了宪法对全体国民宗教自由的

保障。具体条款如：第１２条（２）款：“……禁止以宗教、种族、血统或出生地为由，在法律、公

共职务任命、公共当局就业或者法律执行方面歧视新加坡公民。”第 １５条：“（１）人人享有信

仰、践行和传播宗教的权利。（２）禁止强迫任何人就专门全部或部分地分配给宗教而非个

人用途的收入纳税。（３）所有宗教团体享有以下权利：管理自己的宗教事务；为宗教或慈善

目的建立和维持机构；以及依法取得、拥有、持有和管理财产。（４）本条规定没有授权实施

违反关于公共秩序、公共健康或公共道德的一般法律的行为。”第１６条（３）款：“除他自己的

宗教以外，不得要求任何人接受宗教教导、参加宗教仪式或者进行宗教崇拜活动。”第（４）

款：“１８周岁以下的个人宗教应当由其父母或监护人决定。”

宪法之外，上世纪９０年代以前，新加坡政府主要援引《煽动法》和《刑事法》来对付破坏

宗教和谐的轻微犯罪行为。《煽动法》规定，“不同种族或不同阶级的人民互相猜疑和敌对”

的行为是有煽动性的行为。《新加坡共和国刑法典》（１９８５年）把涉及到宗教的犯罪行为列

为刑事犯罪，并对牵涉到宗教的犯罪行为和相关处罚做了严格规定：“破坏、损害或亵渎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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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宪法第１４条三款赋予所有新加坡公民的自由权利，均受到其他法令的必要限制，例如（ａ）款公民享有言论和表达
的自由权利，受到诽谤法的限制；（ｂ）款公民享有不带武器和平集会的权利，受到非法集会法的限制；（ｃ）款公司享
有结社的权利，受到相应登记条例的限制。



何宗教圣地，或被任何种类的人朝圣的物品，旨在侮辱或任何种类的人的宗教信仰；或明知

任何种类的人可能会将此处破坏、损害或亵渎视为对其宗教信仰的侮辱的，处可长至２年的

有期徒刑，或罚金，或两罚并处。”“旨在伤害任何人的感情，或侮辱任何人的宗教信仰，或明

知任何的感情可能会遭受伤害，或任何人的宗教信仰可能会受到侮辱，或侵犯任何宗教信仰

或任何墓地或举行葬礼留土的任何地方，或作为死者停尸场，或侮辱任何尸体，或扰乱正在

举行葬礼集会的任何人的，处可长至一年的有期徒刑，或罚金，或两罚并处”；“说出任何人

听得见的话或发出人听得见的声音，或做出任何人看得见的姿势，或放置任何人看得见的物

品，旨在蓄意伤害他人宗教感情的，处可长至一年的有期徒刑，或罚金，或两罚并处。”

值得一提的是，在新加坡，适用《煽动法》、《刑事法》主要还是用来对付破坏宗教和谐的

较为轻微的行为。而对于那些破坏宗教和谐的极端行为，如导致宗教间的互相对立，引起暴

乱和流血事件，或促使宗教间产生更大裂痕和摩擦，新加坡政府将援引《内部安全法》对其

采取严厉得多的措施。新加坡政府也特别注意对传播媒介的规范与管理，严禁有碍宗教和

谐的言论。新加坡政府认为：“根据新加坡经验，多种种族和多种宗教混合的局面，易发生

变化，因此美国的‘舆论市场’概念，不但不能产生和谐的见解，达到兼听则明的效果，相反

的却时常会导致暴乱和流血。”为此，新加坡政府通过相关立法对大众传播媒介进行管理，

以防有人利用宗教、语言的差异进行危及政府和社会稳定的宣传。这方面的主要法律有：

《不良出版物法》、《电影法》、《新加坡广播公司法》、《新加坡广播电视节目法》和《新闻及出

版法》等。其中《新加坡广播电视节目法》第四款明确规定，新加坡广播电视节目必须符合

“尊重法律、宗教信仰和社会制度”的基本原则，对涉及“鼓励犯罪、破坏公共秩序，或有可能

伤害社会和宗教信徒的节目一律不准播出。”

２．《维护宗教和谐法》

《维护宗教和谐法》以法律形式申明了政教分离原则以及各宗教团体必须遵守的原则。

其主要内容有：（１）尊重和保持各宗教的特点，提倡各宗教的平等、互相尊重、和谐共处，使

各宗教的传统文化都有自由的成长空间。（２）在处理宗教与政治、宗教之间、宗教内部、宗

教与社会等多种关系方面，该法均作了严格的规定，划定了界限。（３）设立了权威机构———

“宗教和谐总统理事会”，其职能是“考虑并向内政部长报告由内政部长或议会转给理事会

并影响到新加坡宗教和谐的事务”。（４）赋予内政部长下达限制令的权力，如果内政部长

认定任何宗教团体机构中成员或神父、僧侣等具有或试图具有以下行为：“导致不同宗教团

体之间的敌视、仇恨、恶意情绪；借宣传、信仰任何宗教之名进行推动政治事业或政党事业的

活动；借宣传、信仰任何宗教激发对新加坡总统或政府的不满，发现有人企图利用宗教危害

社会安全、种族、宗教和谐的言论”，部长有权发出限制令，限制此人的言论和行动，禁止他

重复挑拨性言论。违犯限制令者，地方法院可处 ２年以下的监禁，并处 １万新元以下的罚

款，再犯者可处３年以下的监禁，并处２万新元以下的罚款。与此同时，同立法严苛和法不

留情著称的旧有印象相反，《维持宗教和谐法案》还建立起一套宽容的执法机制，认定本法

的实质不是惩戒性的而是警示性、预防性的。因此自该法颁布２０多年来还没有发出过一次

限制令，而只是对有关人员警告过２次。

３．宗教事务管理法令

第一，宗教团体登记与法律认可

所有（宗教或非宗教）社团均需登记为协会、公司、合伙和团体等，可以从事教育、贫困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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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济、宗教和社区福利（如促进体育、健康、社区关系、残疾人福利、人道主义／救灾）等四类

慈善活动。实践中，新加坡的大多数宗教社团登记为协会和慈善机构，有些宗教团体成立了

从事教育、卫生、穷人与残疾人福利等慈善事业的独立分支机构。宗教团体未在政府登记，

不影响信教人员私人聚会、礼拜和在教育义务初级以外自己教育子女的自由。“慈善活动”

（如帮助穷人、残疾人、病人等）也不是强制性的。不登记不影响他们作为个人拥有财产、企

业等的权利。

第二，宗教财产、经费与税收管理

如果慈善活动的受益人是不考虑宗教信仰的公众，可向捐赠人签发抵税收据。除非宗

教团体被登记为“公共机构”，否则政府不允许抵免对这样“私人”慈善团体的捐赠的税款。

所有宗教团体都可拥有财产，甚至可以成立公司从事商业。公共资金的分配不考虑宗教因

素。公共资金支持的有宗教倾向的学校必须开设国家规定的课程，且不得歧视不信教人员。

第三，社会责任

宗教团体有权从事仅面向信奉同一宗教的人员的“私人”慈善活动，或者面向所有人的

“公共”慈善活动行为。宗教团体有权向它们自己的成员筹集自己的资金，在其私有设施内

公开集资不受限制，也不被视为“公共”行为。仅在获得许可的情形下，宗教团体可以向公

众集资。

所有宗教组织和宗教领袖均须遵守《维护宗教和谐法》。宗教布道时不得反对其他宗

教或宗教领袖。宗教组织或者慈善机构不得参与政治和政治竞争活动，但是与宗教／种族群
体有联系的独立政党则不受限制。

任何宗教团体，都禁止在不同宗教团体之间制造敌意、仇恨、恶意或者对立；禁止在传播

或者践行宗教信仰的同时或者以此以幌子，从事政治活动或者政党活动；禁止以传播或者践

行宗教信仰为幌子，开展颠覆破坏活动；禁止在传播或者践行宗教信仰的同时或者以此以幌

子，激起对总统或政府的不满情绪。

如果立法歧视任何种族或者少数群体内容，保护少数族群总统理事会可以向总统提供

相关建议，总统可以否决该项法律。如果立法破坏宗教和睦，宗教和谐理事会可以向内阁提

供建议。每个选区由所有宗教和种族的代表组成的跨种族宗教信任团（ＩＲＣＣ），职责是促进

相互谅解。

第四，政府管理宗教事务的方式

首先，政府是世俗的，政府平等对待所有宗教，即法律是“宗教中立”的。其次，政府不

对所有宗教区别管理，只要慈善机构不区别对待施舍对象，政府将向所有慈善机构提供资

金，且所有慈善机构均享受税收优惠。

政府承诺将与所有宗教领袖商讨国家事务并开展协作。但绝不参与宗教组织内部的人

事任命。各宗教团体任命它们的领导人，无须政府批准、同意或者干预，唯有新加坡伊斯兰

教长的任命须经穆斯林社会同意。〔１１〕

（四）新加坡宗教案例

１．宗教自由实践问题

一位耶和华见证人教派的教徒彼得·威廉姆斯（Ｐｅｔｅｒ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Ｎａｐｐａｌｌｉ）先生因拒绝宣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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誓和唱国歌被他所在的技术教育学院解雇，之后他以错误解雇为由起诉到高等法院，最终被

判败诉。一个宗教团体———耶和华见证人教派，向来反对服兵役，加之该教派成员拒绝宣誓

效忠国家或向国旗致敬，１９７２年该教派在新加坡被取缔。威廉姆斯争辩说技术教育学院在

同他签署为期十年的雇用合同时就应当知道他是不会唱国歌或宣誓的，那么在雇佣合同存

续期间的解职行为非法。高等法院审查发现，作为学校生活的一部分，教师在教育中的角色

很清晰地包括了使学生成为好市民的义务。但威廉姆斯先生实际上并未特别坦率地亮明自

己的信仰；且他在填写申请技术教育学院职位的申请表时曾被问及是否有犯罪经历，威廉姆

斯先生填写了“无”，而实际上，因为拒服兵役他还曾被军事法院宣布有罪。法官由此得出

结论说，这是不可接受的。原告隐瞒个人信息表明他知道这可能导致不合格或被解雇。威

廉姆斯先生对此争辩说，在技术教育学院雇佣他之后的若干年内，从来未对他的行为有过任

何表示，这意味着技术教育学院是接受该事实的。但法官特别提示：直到１９８８年，宣誓需要

右手握拳护胸的动作才使他的行为被人注意，而在学校大会的前面位置，学校管理人员一般

很难注意到他是否唱国歌或宣誓。最终，高等法院驳回彼得先生解职非法的控告，同时也驳

回了他认为唱国歌和宣誓并非劳动合同内容的说法，强调说因为宗教信仰而无法执行合同

义务的人应当确保对方当事人同意免除他争议的义务。如果不能这样做，他就不是适格的

当事人。而这样做并不影响市民宣讲、践行和传播其宗教信仰，它既不压制言论自由也不侵

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１２〕

新加坡法院始终试图在宗教践行和世俗事实之间划清界限，认为唱国歌和国家宣誓是

后一种形式。因此，教师在加入教育机构时做以上活动不应被认为是侵犯其宗教信仰权。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宪法第１５条第四款限定了第１５条的第一款，即宗教自由并非绝对。第

十五条保障的权力不得与公共秩序、公共卫生或道德冲突。此处的“公共秩序”相当于“公

共和平、福利和良好秩序”。〔１３〕

２．涉及宗教教义和内部纠纷问题

１９６４年７月，新加坡发生一起种族暴动，它不是直接因为华巫两族的宗教纷争所引起，

但宗教因素在挑起马来人的情绪中却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对回教徒而言，猪肉是他们

最禁忌的食品。为了让马来人以为华人有意侵犯他们的宗教，种族主义极端分子故意捏造

事实，在报章上诬指华人教师强迫马来学生吃猪肉。不但如此，一些外国势力和种族主义极

端分子通过歪曲可兰经上的经文和回教教义，来煽动马来人的激愤情绪，加之政治理念和党

派利益的矛盾，最终导致了种族暴动的爆发。〔１４〕

３．政教分离及社会综合问题

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新加坡发生的宗教案件，几乎都是宗教干预政治、扰乱社会安定团

结的事件。如“回教神学家反对政府案”，“回教兄弟会案”，“天主教传教士社会行动案”等

都属于这一性质。有的传教士扬言要使基督教成为新加坡唯一的国教，有的则企图在新加

坡建立一个伊斯兰教国，显然这都是破坏宗教和谐、危害政治稳定的非法活动。

１９７８年，一个名为穆斯林兄弟会（ＭｕｓｌｉｍＢｒｏｔｈｅｒｈｏｏｄ）的组织被认为有颠覆国家的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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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据新加坡内部安全局的报告：“１９７８年，一个由毕业大学生组成的名为穆斯林兄弟会的

秘密团体谋求建立一个穆斯林国家，其团体由 ２１名成员组成，大多数是从一个长期住在新

加坡的马来西亚宗教教师的宗教班上召集的。穆斯林兄弟会计划召集预科学生和在校大学

生在他们各自的学校建立宗教研讨团，这些学生将被训练成传播革命思想和在穆斯林中制

造不和的写作人和宗教教师。在穆斯林兄弟会的引导下，穆斯林群众将会要求政府实施类

似阿拉伯和伊朗的伊斯兰教法，如果政府拒绝，穆斯林兄弟会将会发动武装暴乱。”最终，新

加坡政府援引《内部安全法》（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Ａｃｔ），逮捕了穆斯林兄弟会的五位领导人，并

将来自马来西亚的宗教顾问驱逐出境，禁止其再次进入新加坡。〔１５〕 由此可见，作为新加坡

政府对付破坏宗教和谐的秘密武器，《内部安全法》具有很强的威慑力，但也被国际社会戴

上了“威权社会”的帽子。

（五）新加坡宗教和谐原因的探究

新加坡宗教和谐的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以多元一体的种族和谐政策

保障宗教和谐。新加坡政府认为，多元种族导致多元宗教，种族矛盾会加深宗教隔阂，种族

的和谐则可以促进宗教的和谐。为此，新加坡政府将每年的 ７月 ２１日定为种族和谐日，并

于１９８８年１月通过了《多元种族会议案》，倡导建立一个多元种族、多元文化和多元宗教的

社会，并以之作为社会公正与稳定的基础。具体讲，就是新加坡政府正视和承认多元种族的

存在，给每一种族以平等的地位，同时又强调大家多元统一于“新加坡民族”。长期以来，新

加坡政府把促进种族和谐作为政府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和基本目标。为了实现种族和谐，

新加坡政府在住房、政治、经济及教育上作了不懈的努力。在住房方面，实行种族混合居住

政策，以改善各族人民之间的关系，促使他们互相了解。在政治上，保证各民族一律平等，不

给任何种族以特权，并实行“集体选区”制，使少数民族在国会中有足够的代表以反映和维

护他们的利益。在经济上，打破职业的种族界限，增加就业机会，实行公平分配，大力发展生

产力，为各民族提供均等的参与经济建设和享受经济成果的机会；在文化上，努力培养新加

坡各族人民的文化认同。和谐的种族政策取得了明显的效果，新加坡自独立以来就没有发

生过民族冲突，基本上消除了种族隔阂，各种族和谐相处，多元一体化的和谐的种族政策促

进了宗教和谐的实现。

三　德国公办中小学教师宗教信仰的表达与克制：
从一则案例谈起

（一）一则案例

一位阿富汗裔、信奉伊斯兰教的德国籍女士 Ｌｕｄｉｎ，于１９９８年以优秀成绩通过了中小学

的德语、英语和通识教育等科目的第二次国家教师资格考试。由于她向来在公开场合包覆

着头巾，因此在她在巴登符登堡邦提出申请教师职位时，被斯图加特中等教育当局以她不愿

脱下头巾教书而不适任教书为由，拒绝了申请。Ｌｕｄｉｎ女士不服此项决定，之后先向斯图加

特行政法院提起诉讼，再向巴登符登堡高等行政法院提出上诉，但均未成功。联邦行政法院

也在最后一审中，仍然作出有利于该邦决定的裁判。Ｌｕｄｉｎ最后向联邦宪法法院提起宪法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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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主张其受基本法第一条第一款（人性尊严）、第二条第一款（人格发展权）、第三条第一

与第三款（平等权）、第四条第一与第二款（宗教自由权）以及第三十三条第二与第三款（服

公职权）等保护的基本权利受到侵害。在经过一年多的审理后，联邦宪法法院于 ２００３年 ９

月２４日宣判撤销联邦行政法院的裁判，其判决理由主要在于，现行巴登符登堡邦法中并无

禁止教师在学校和上课时穿戴头巾的规定，因此，前述各级行政法院的裁判和原处分机关的

决定侵害了原告的基本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连同第四条第一款之基本权利。

（二）法院之见解

本案的争点在于斯图加特市教育当局主张“头巾乃是文化上划分界限之标志，因此不

仅是宗教上的，而且更是政治的象征。与头巾联结的文化上分裂的客观影响不符合国家中

立性之要求。”而 Ｌｕｄｉｎ女士则主张“戴头巾不仅是性格的特征，更是其宗教信仰的表达。依

照伊斯兰教之教义，戴头巾乃属伊斯兰教的身份证明。拒绝之裁判侵害依据基本法第 ４条

第１、２款的宗教自由的基本权利。”〔１６〕据此，法院经过细致的审理，就如下几点阐明其判示

的理由：

１．服公职权利与基本权利保障

法院首先肯定了基本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授予国民服公职之权利，“本法第 ３３条第 ２

项开启任何德国人按照其资格、能力与专业（表现）成绩同等地进入公职之门。”〔１７〕其次，肯

定了民主立法者对于任职的资格条件有形成自由，“立法者对于各该职务的资格标准之制

定以及于职务义务之型塑，依此职务义务以判断申请人对于公职之资格，原则上有广泛之形

成自由。”〔１８〕再次，法院认为，立法者对公职资格的形成自由并不是毫无界限的，“此等形成

自由之界限由其他宪法规范内之价值决定而产生；尤其基本权利界定了立法者形成自由之

界限。”最后，服公职的权利受到基本权利的保障。法院认为：“当进入公职务之门鉴于申请

人未来之行为已然被拒绝，而此等行为乃受基本权利之保障时，由此为依据的资格欠缺之看

法必须于所涉及之基本权利之前说明理由。”亦即，拒绝国民服公职的决定，乃涉及基本权

利之保障，因此对其资格欠缺的判断必须有合理充分的理由，“未尊重一般有效的价值标准

或进行非专业的权衡”，为宪法所不允许。〔１９〕

２．禁止戴头巾的规定侵犯了宗教自由基本权利

法院认为：“此等课予公务员之义务———作为教师在学校内不应透过遵循宗教上依据

的着装规定明显表示自身归属于一个宗教团体，乃侵犯由基本法第 ４条第 １、２项所确保的

个人的信仰自由。使得关系人陷于如下选择，若非行使其所追求之公职，就是承担对其而言

乃是义务的外观上宗教的着装要求之后果。”法院进而从如下几个方面加以说明：第一，宗

教自由不仅涉及信仰或不信仰的内部自由，更是包括了表明信仰以及传播信仰之外部自由。

第二，基本法第３３条第３项规定，进入公务机关之许可不受宗教信仰之影响；任何人不得由

于归属或不归属于某项信仰或世界观而受不利。〔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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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对头巾的影响力的见解

对于教育当局提出的原告于学校内及课程上戴头巾实行其宗教信仰之自由涉及学童消

极的宗教自由之问题，法院指出：“个人于一个不同宗教理念各有空间的社会中并没有请求

不受陌生的信仰表达、宗教仪式的行为以及宗教的象征的打扰之权利。由此应区别者乃系

一种由国家创设的状况，于此等状况下个人没有避免某特定信仰影响的可能性，……此处确

证了基本法第 １４０条联结魏玛宪法第 １３６条第 ４项，依次禁止强迫任何人参加宗教训

练。”〔２１〕进而，考察头巾对学生宗教倾向的影响力。“是否意味女教师于学校内及课程上戴

头巾之意图可据为资格的欠缺，应视头巾对观看者发生之影响而定；因此对判断时必须考虑

戴头巾得如何被理解的所有可想像的可能性。”而“目前尚未有确切的发现能证明单仅透过

每日遇到一位于学校内及课程中戴头巾的女教师对孩童之影响”，以“一种如此未受确定的

发现情况尚不足作为一项不确定的法律概念‘资格’的官方的适用之依据，而此等证明严重

侵犯提起诉讼人由基本法第４条第１、２项而来的基本权利。”

４．禁止戴头巾规定缺乏法律依据

法院认为“就提起诉讼人由于拒绝于学校内及课程中摘下头巾而欠缺资格之拒绝无论

如何缺乏一项充分的特定的法律依据”。具言之，“巴登符登堡邦规定的公务员暨学校法之

法律状况尚不足就一种以抽象的危害之防御为依据禁止教室于学校内及课程上戴头巾。但

是此等不排除未来之冲突的事实———由一般公务员法的资格要求而导出的一项职务义务，

依次义务提起诉讼人于学校内及课程上必须放弃透过戴头巾实现其信仰，并没有以此目的

而设之法律依据。”

５．立法任务

最后，法院提出“主管之邦立法者有形成自由，去规范迄今欠缺的法律依据，如于宪法

上规定的范围内于学校中宗教的关联可容许的限度为新的规定”，并且就立法形成的界限

给出了明确的指针：“必须于以适当方式考量到教室以及有关学生的信仰自由，家长之教养

权以及国家对于世界观的宗教的中立性义务。”〔２２〕

（三）法院判示之评价

本案反映了当代德国宗教市场多元化的景象。一般而言，公立学校在恪守国家宗教中

立义务方面，多采取谨慎的态度，避免在校园中出现特定宗教色彩。本案中教育当局也对宗

教中立的诫命予以更加严格的适用，对不愿放弃佩戴头巾的原告，不予聘用。然而，本案的

情况毕竟有所特殊。虽说在学校领域，国家应遵守严格的宗教中立义务，尽量避免介入宗教

问题；即便是一位教师的外在表征所传达出来的宗教关联性，也应尽可能避开学生，以免造

成宗教冲突；但老师佩戴头巾的意义不同，佩戴头巾除了伊斯兰教的宗教意义之外，也是老

师个人人格特质与维系传统的一种表达，一般学生不会将戴头巾的老师与国家权力相联系，

因为学校还有许多没有戴头巾的老师。〔２３〕 更值得注意的是，本案体现了宪法对于宗教变迁

尤其是宗教多元状况的一种容纳和调整。德国宪法法院在其中起了主导作用。面对新变

化，宪法法院并未对宪法作僵硬的解释，而是注意到宪法和变化的社会宗教状况间的适应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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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尤其强调了宪法国家在当今宗教多样性时代所应居处的位置和任务。作为实现国家任

务，履行国家教育委托义务的公立学校，同样浸润在德国宗教多元的图景之中，自然，宪法乃

对学校在其中的作用设定了期待，正如宪法法院所阐述的那样：〔２４〕

学校是不同的宗教观互相不可避免碰见的场域，同时亦是此等并立以特别敏感的方式

发生影响作用之场域。一种与其他信仰态度者之宽容的共存能于此透过教养长远持久的被

练习。此不必是自己的信念的否认，而是提供自己的观点予以认识及巩固的机会，并且提供

一种相互的宽容，且不是作为平均化的调和而理解。因此应就此提出理由，采纳于学校内渐

增的宗教多元化并且就互相宽容的熟练作为手段利用，以提供致力于统合之贡献。

此外，宪法法院也应恪守其宪法地位，严肃维护着德国基本法之权力分立的规定，对于

如何具体回应不断转变中的宗教与政府间的关系，法院指出此不是行政机关可以决定的，于

此需要由具备民主正当性的立法机关，透过立法来做最终的决定。而宪法法院作为宪法的

守护者，可以为立法形成指引方向，以保证法律符合宪法的价值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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